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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AI环境下社交媒体信息迷雾的 
影响因素与生成路径*

——基于SEM与fsQCA的实证分析

孟玺1　王玥1　杨伟强1　李庆霜1　郭亚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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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究生成式AI环境下社交媒体信息迷雾的影响因素与生成路径，有助于完善我国网络空间安全治

理体系，为网络信息生态优化提供理论参考。本研究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与情绪感染理

论构建社交媒体信息迷雾生成机制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相结

合的方法，对520份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SEM结果显示，信息过载、交互氛围、感知个性化、信息有用性

正向显著影响认知偏差和情绪感染，进而影响社交媒体信息迷雾生成，且认知偏差的路径系数高于情绪感

染，是直接影响信息迷雾生成的最关键变量，感知拟人化通过情绪感染间接影响信息迷雾生成，信源可信度

对社交媒体信息迷雾生成无显著影响；通过fsQCA方法分析发现3条触发社交媒体信息迷雾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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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媒体与网络舆情 ·

2025年初，DeepSeek成功突破算力瓶颈，推动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实现代际跃迁。这一突

破推动了AIGC技术与社交媒体平台深度耦合，驱动信

息内容个性化与高效化生成。AIGC在重构信息生态的

同时，也加剧了信息迷雾的生成与扩散。信息迷雾是一

种人为导致的、误导决策的不确定的信息氛围[1]，具有

蓄意性、虚假性、传播性和误导性[2]，本质是通过操纵

性叙事干扰公众认知。社交媒体信息迷雾是信息迷雾

在平台算法语境下的衍生形态，表现为技术驱动下的

信息失真与传播失衡。信息迷雾不仅削弱用户信息甄别

能力，还可能引发集体非理性行为，对国家安全与社会

秩序造成严重威胁。

生成式AI驱动的社交媒体信息环境中，信息迷雾

呈现出显著的技术性异化特征，主要表现为3个方面。

①算法介导的大规模瞬时扩散。生成式AI依托强大算

力和数据，可在毫秒内自动生成内容并通过社交机器人

即时推送，使迷雾信息迅速覆盖全球。②隐蔽性增强。

高度拟人化显著正向影响用户的印象好感度、印象鲜明

度、印象全面度[3]，形成“反恐怖谷效应”下的情感信任

陷阱。③诱导更为精准。生成式AI算法通过计算宣传将

信息精准投放至目标人群[4]，使具有偏见性的信息迷雾

以“个性化服务”的形态广泛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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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异化的根源在于生成式AI对信息生态的深度

介入，其通过高仿真内容生产、算法协同传播、社交机

器人操纵等机制实现全流程渗透，并利用对抗性生成

技术规避信息验证，深刻影响了社交媒体信息迷雾的

生成。基于此，本研究聚焦AIGC所形塑的新型信息生

态，解析社交媒体信息迷雾生成的影响因素及触发路

径，为破解生成式AI环境下信息生态治理困境提供理

论范式与应用参考。

1　相关研究

1.1　信息迷雾研究

信息迷雾最初用于描述信息生态中过量、模糊与

失真的信息状态，指个体在多源信息交织、真伪难辨的

环境中出现的认知模糊与判断失准现象。相关研究聚

焦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早期环境中信息供需的不平衡现

象，主要从4个方面展开。①概念界定与阐释。传统的信

息迷雾概念侧重信息过载与认知不确定性，强调其本

质是通过信息过载[5]、选择性呈现[6]与来源模糊化[7]等

方式操纵认知并制造认知偏差。②成因机制分析。有研

究基于系统论与生命周期理论，强调信息迷雾的形成与

社会政治环境、媒介结构、受众心理偏差等宏观变量的

相关性[8]。③大国战略竞争中的应用。信息迷雾被视为

大国博弈的重要战略工具，通过加剧认知偏差与信息

不确定性重塑国际力量格局[9]。④应对与治理策略。传

统治理以政策规制、媒介规范与素养教育为主要手段，

注重外部制度干预与公信力重建 [10]，并借鉴西方治理

经验[11]，构建立体化防控网络。

1.2　社交媒体信息迷雾研究

与传统信息迷雾相比，社交媒体信息迷雾的内涵

已扩展至由算法、平台与用户行为共同塑造的具有蓄

意性的信息失真与传播失衡现象。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于4个方面。①概念界定与理论拓展。研究多从信息特

征[12]、环境特征[13]双重视角进行界定，指出信息迷雾源

于算法放大与社群结构的反馈循环。②特征识别与技

术检测。数据科学范式下现有研究多将机器学习视为

关键技术手段，聚焦于传播特征 [14]、主体特征 [15]和技

术风险特征[16]等识别方法。③成因要素与传播机制。成

因研究围绕传播过程[2]、传播主体[15]两个方面，一部分

研究构建了社交媒体信息迷雾多阶段演化模型，另一部

分则强调了社交机器人、深伪生成模型在迷雾生成与

扩散中的重要作用。④危害与治理策略。危害层面的研

究主要涵盖个体层面的用户信息行为失控 [17]、社会层

面的群体恐慌与社会失序[18]以及国家层面的战略安全

威胁[19] 等；治理层面的研究从过去的媒介伦理扩展至

生态治理[20]、技术防控[21]、素养提升[22]等维度。

尽管上述研究取得了若干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

足：①研究视角缺失，当前研究多囿于传统社交媒体框

架，未能关注生成式AI所形塑的新型信息生态场域及

其催生的迷雾新特征；②实证研究不足，现有成果多集

中于理论阐释，针对社交媒体信息迷雾生成机制的实

证研究相对匮乏；③成因要素研究缺乏系统性，主要探

讨各要素对迷雾生成的直接作用，缺乏对各要素间复

杂因果关系的探讨。

本研究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

情绪感染理论探究生成式AI环境下社交媒体信息迷雾

的影响因素与生成路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与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相结合的方法，尝试回

应以下问题：①社交媒体信息环境中，以认知偏差、情

绪感染为代表的信息主体因素，以信息过载、交互氛围

为代表的信息环境因素，以感知拟人化、感知个性化为

代表的信息技术因素，以及以信息有用性、信源可信度

为代表的信息内容因素如何影响信息迷雾生成；②信

息主体、信息环境、信息技术和信息内容四者如何相互

作用进而导致信息迷雾生成，存在何种组态效应。本研

究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揭示生成式

AI环境下社交媒体信息迷雾的形成逻辑与触发路径，

以期为信息迷雾治理及网络生态优化提供理论依据与

实践参考。

2　理论基础

2.1　信息生态理论

信息生态理论将信息系统类比为生态系统，强调

信息生态系统内信息主体、信息内容、信息环境和信息

技术等关键维度间的相互作用对信息流动与传播的影

响[23]。信息迷雾正是在复杂信息生态环境中产生的信

息现象，其生成与系统中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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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信息迷雾是信息创建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

元信息主体基于特定的信息环境进行信息传递与交流

时产生的不确定信息氛围。其生成路径与信息生态四

个维度对信息生态系统的影响机制相契合，故以信息生

态理论作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2.2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M）又称双路径模型，其

核心观点是：个体对信息的处理态度和决策过程遵循

两条基本路径，包括中枢路径与边缘路径[24]。中枢路径

依赖用户对信息内容的认知加工；边缘路径则由浅层

信息加工行为引发，更易受情感等因素影响。通常情况

下，经由中枢路径形成的用户态度更加持久与稳定[25]。

本研究运用ELM对信息生态理论中的信息主体进

行深化，选取认知偏差、情绪感染分别作为中枢路径与

边缘路径的代表性因素。信息生态理论从宏观层面体

现了环境决定论倾向，而ELM从微观层面阐释了信息

主体的认知加工机制。将二者整合，可以实现从宏观环

境影响到微观心理机制的有效衔接，从而增强对生成

式AI环境下信息迷雾成因的预测力与解释力。

2.3　情绪感染理论

情绪感染理论主要探讨个体的情绪状态如何通过

非语言和非意识的方式影响其他个体的情绪状态，是

研究群体情绪形成与传递的重要理论[26]。简单来说，当

个体接收到情绪信号时，会不自觉地模仿并与之趋于同

步。计卓琳等[27]研究发现，用户间的情绪感染能直接影

响情感茧房的形成；Kramer等[28]研究发现，他人在社

交媒体上的情绪表达会影响个体自身的情绪。本研究

将情绪感染作为中介变量，用于解释信息主体间的情

绪互动如何对信息迷雾的生成产生影响。

3　研究模型和假设

基于信息生态理论框架，并整合ELM与情绪感染

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具体包括：信息环境维度引入信息

过载、交互氛围；信息技术维度选取感知拟人化、感知

个性化；信息内容维度引入信息有用性、信源可信度；

信息主体维度则通过认知偏差与情绪感染两个变量

表征。

3.1　信息环境维度与信息迷雾

信息过载指个人信息处理能力无法应对巨大信息

处理需求时的状态[29]。生成式AI极大降低了内容生产

成本，导致社交媒体信息熵值激增，极易超出用户认知

负载阈值。面对信息过载，用户在认知上易受误导，情

感上则会感到压力与困惑[30]，导致信息处理行为出现偏

差。研究表明，信息过载会引发用户信息焦虑[31]，并可

能促使其产生信息规避行为[32]。

交互氛围指用户间多向交流互动形成的共同感知

环境 [33]。社交媒体高频度的信息交互使群体情绪在活

跃氛围中借助信任关系被加速放大，从而加剧信息迷

雾生成。生成式AI技术的即时响应进一步增加了交互

密度，强化了群体情绪共振。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信息过载正向影响社交媒体信息迷雾生成。

H2：交互氛围正向影响社交媒体信息迷雾生成。

3.2　信息技术维度与信息迷雾

拟人化是指赋予机器人、电脑、动物等非人类实体

以人类的形态、特征及行为[34]。生成式AI的强拟人化

特性通过诱发用户自我投射与共情，增强了AI幻觉风

险[35]。张铮等[36]指出，生成式AI技术使用户更易接受

隐含的偏见与幻觉内容，甚至主动让渡决策权。同时，

拟人化角色能够通过情感绑定效应建立群体认同，使

迷雾在情感共鸣中加速扩散。Klein等[37]发现，用户在

与拟人化的聊天机器人交互时，满意度、认同感和愉悦

程度会更高。

个性化即基于用户需求动态适配内容或体验的服

务过程[38]。用户往往更加偏好使用感知个性化程度更

高的社交媒体平台[39]。研究表明，这种个性化计算宣

传显著影响诈骗等情境中信息迷雾的生成[40]。高个性

化的推荐算法会将用户禁锢于信息茧房[41]。用户不断

强化既有偏见，更易接纳和传播茧房内的信息迷雾。据

此，提出以下假设。

H3：感知拟人化正向影响社交媒体信息迷雾生成。

H4：感知个性化正向影响社交媒体信息迷雾生成。

3.3　信息内容维度与信息迷雾

信息有用性指信息在特定情境下对用户需求的满

足程度[42]。社交媒体用户会受到社交动机、利他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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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驱动因素的影响[43]，对信息有用性进行判断，进而进

行信息转发、共享。信源可信度是指用户对信息来源的

信任程度，这通常取决于信源的专业度、公信力和声

誉，该因素正向显著影响用户的认知和情感反应[44]。生

成式AI生成的高拟真内容模糊了真实与合成信源的边

界，干扰了用户对信源可信度的准确判断。据此，提出

以下假设。

H5：信息有用性正向影响社交媒体信息迷雾生成。

H6：信源可信度负向影响社交媒体信息迷雾生成。

3.4　信息主体维度的中介作用

在ELM框架下，认知偏差被视为中枢路径的关键

要素。认知偏差是指由于认知机制的限制、资源的有限

性等原因，用户在信息加工和思维判断过程中产生的

偏离客观真相的错误认知或思维倾向[45]。社交媒体信

息过载背景下，用户间的高频交互加剧了信息碎片化，

在拟人化、个性化技术的加持下，确认偏误与回音室

效应愈发明显，使用户更易产生认知偏差。此外，恶意

使用生成式技术，还可主动操纵认知主体的思维[46]，

导致偏差在传播过程中不断积累放大，最终形成信息 
迷雾。

情绪感染则被视为边缘路径的重要因素，主要指

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可以通过非语言和非意识的方式影

响另一个人的情绪状态[47]。在社交媒体环境中，群际情

绪感染的速度和范围都远超传统媒体。带有强烈情绪

的信息能迅速引发共鸣与转发，但这种缺乏理性判断

的传播易导致信息失真。当大量用户被某种情绪感染

时，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接受符合这种情绪的信息，而忽

略或排斥与之相悖的信息。信息过载引发的压力和焦

虑，会在社交媒体活跃的交互氛围中进一步放大，使群

际情绪更为强烈，在算法的分发下加剧信息迷雾的形

成。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7：情绪感染正向影响社交媒体信息迷雾生成。

H8：认知偏差正向影响社交媒体信息迷雾生成。

H9a：情绪感染在信息过载与信息迷雾的关系中起

中介作用。

H9b：认知偏差在信息过载与信息迷雾的关系中起

中介作用。

H10a：情绪感染在交互氛围与信息迷雾的关系中

起中介作用。

H10b：认知偏差在交互氛围与信息迷雾的关系中

起中介作用。

H11a：情绪感染在感知拟人化与信息迷雾的关系

中起中介作用。

H11b：认知偏差在感知拟人化与信息迷雾的关系

中起中介作用。

H12a：情绪感染在感知个性化与信息迷雾的关系

中起中介作用。

H12b：认知偏差在感知个性化与信息迷雾的关系

中起中介作用。

H13a：认知偏差在信息有用性与信息迷雾的关系

中起中介作用。

H14a：认知偏差在信源可信度与信息迷雾的关系

中起中介作用。

根据上述假设，本研究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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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设计

4.1　变量测量

为保证量表内容效度，测量指标均源于国内外

成熟量表，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度量。信息迷雾变量

根据Guelmami等 [48]的量表改编，信息过载参考张艳

丰等 [49]的量表，交互氛围参考Chen等 [50]的量表，情

绪感染参考杨庆国等 [51]的量表，认知偏差参考严贝妮

等[52]的量表，信源可信度参考查先进等[44]的量表，信息

有用性参考赖胜强等[53]的量表，感知拟人化与感知个

性化参考Li等[54]的量表。问卷正式发放前选取20名受

访者进行预调研。受访者应有丰富的社交媒体使用经

历，对信息迷雾相关事件有一定了解，以保证调查有效

性。结合预调研结果对问卷进行修正，保证有效收集研

究所需数据。

4.2　数据收集与样本信息

采用网络问卷调查形式与滚雪球抽样法，于2025
年3月对社交媒体用户开展调查。共回收问卷533份，经

过筛选得到有效问卷520份，有效回收率为97.6%。样

本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本次调查中，女性

多于男性，占比为65.2%，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年龄多分

布在18~45岁（93.5%），符合社交媒体用户年龄分布特

征；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82.3%；受访者主要为

政府或事业单位职工（22.1%）、企业职工（21.5%）、

学生（20.4%）、个体户（18.8%）。在使用习惯方面，

92.7%的受访者使用社交媒体超过5年，92.5%每日使

用社交媒体不低于1小时。总体来看，样本群体具有充

足的使用经验与代表性。

5　数据分析

5.1　信效度分析

运用SPSS 26.0软件测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各题项因子载荷值均高于临界

值0.600；各潜变量Cronbach’s α和组合信度（CR）值

均高于0.700，平均方差提取（AVE）值高于0.500，表
明量表具有良好信度与收敛效度。区别效度经Fornell-
Larcker矩阵方法进行判定，结果如表3所示。AVE的平

方根均大于某维度与其他维度的相关系数[55]，表明区

别效度达到要求。

5.2　SEM分析

模型拟合指数结果如表4所示。卡方自由度比为

2.001，低于标准值3.000，模型适配度理想；差异性

指标，即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标准化残差均

方根（SR MR）分别为0.044、0.048，均低于建议标

准值0.080，模型拟合优度较好。除调整拟合优度指数

（AGFI）的值接近0.900，可以接受外，拟合优度指数

（GFI）、增值拟合指数（IFI）、比较拟合指数（CFI）、
Tucker-Lewis指数（TLI）均大于0.900，说明数据与模

型的适配度良好。

表1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选项 数量/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181 34.8

女 339 65.2

年龄

18~25岁 78 15.0

26~35岁 275 52.9

36~45岁 133 25.6

46~55岁 19 3.7

55岁以上 15 2.8

教育背景

高中及以下 27 5.2

大专 65 12.5

大学本科 385 74.0

硕士研究生 41 7.9

博士研究生 2 0.4

职业背景

政府或事业单位职工 115 22.1

企业职工 112 21.5

个体户 98 18.8

离退休人员 11 2.1

无业人员 46 8.9

学生 106 20.4

其他 32 6.2

月收入水平

<3 000元 42 8.1

3 000~<5 000元 64 12.3

5 000~<10 000元 195 37.5

10 000元及以上 219 42.1

使用社交媒体
的时间

1~5年 38 7.3

6~10年 199 38.3

>10年 283 54.4

每日使用社交
媒体的时长

<1小时 39 7.5

1~3小时 254 48.8

>3小时 227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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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AMOS 26.0软件进行SEM建模，统计值如 
表5所示，其中β为标准化系数，σ为标准误。结果表明，

假设H3、H6、H11b、H14a所对应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

别为0.029、-0.109、-0.002、0.099，所对应的p值均大

于0.05，假设被拒绝，其他假设均得到支持。SEM分析

结果如图2所示，其中“***”表示p＜0.001，“**”表示 
p＜0.01，“*”表示p＜0.05。

5.3　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PROCESS 4.1软件的Bootstrap抽样法对认

知偏差和情绪感染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将Bootstrap
样本数设为5 000，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取样，置信

区间（CI）选择为95%，采用Bias-Cor rected进行CI
估计。中介效应路经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认知偏差

在信息过载（β=0.258，σ=0.059，t=4.373，p＜0.01，
95%CI[0.143，0.375]）、交互氛围（β=0.219，σ=0.101，
t=2.168，p＜0.1，95%CI[0.031，0.419]）、感知个性化

（β=0.252，σ=0.097，t=2.598，p＜0.1，95%CI[0.052，
0.441]）、信息有用性（β=0.153，σ=0.072，t=2.125， 
p＜0.1，95%CI[0.022，0.304]）与信息迷雾的关系中均

扮演中介角色。同时，情绪感染在信息过载（β=0.172，
σ=0.057，t=3.018，p＜0.01，95%CI[0.060，0.281]）、

交互氛围（β=0.427，σ=0.086，t =4.965，p＜0.01，
95%CI[0.272，0.603]）、感知拟人化（β= 0.159，
σ=0.063，t=2.524，p＜0.01，95%CI[0.043，0.290]）、
感知个性化（β=0.196，σ=0.091，t=2.154，p＜0.1，
95%CI[0.005，0.365]）与信息迷雾之间的中介效应显

著。因此，认知偏差与情绪感染对信息迷雾生成的中介

作用显著。

表2　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 
（编号）

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AVE CR

信息迷雾
（DI）

DI1 0.799 

0.870 0.629 0.872
DI2 0.795 

DI3 0.802 

DI4 0.777 

信息过载
（IO）

IO1 0.740

0.850 0.661 0.853IO2 0.839

IO3 0.855

交互氛围
（IA）

IA1 0.657 

0.797 0.571 0.798IA2 0.806 

IA3 0.795 

情绪感染
（EC）

EC1 0.831 

0.895 0.683 0.896
EC2 0.847 

EC3 0.837 

EC4 0.790 

认知偏差
（CB）

CB1 0.752 

0.813 0.524 0.814
CB2 0.785 

CB3 0.649 

CB4 0.702 

信源可信度
（SC）

SC1 0.875 

0.927 0.765 0.929
SC2 0.920 

SC3 0.894 

SC4 0.806 

信息有用性
（IU）

IU1 0.872 

0.927 0.765 0.929
IU2 0.837 

IU3 0.787 

IU4 0.820

感知拟人化
（AP）

AP1 0.681 

0.833 0.640 0.841AP2 0.841 

AP3 0.865 

感知个性化
（PP）

PP1 0.745 

0.825 0.627 0.834PP2 0.757 

PP3 0.867 

表3　Fornell-Larcker矩阵

变量编号 IO IA AP PP IU SC EC CB DI
IO 0.813

IA 0.341 0.756 

AP 0.362 0.426 0.800 

PP 0.268 0.552 0.439 0.792 

IU 0.274 0.496 0.368 0.446 0.829 

SC 0.257 0.508 0.611 0.428 0.610 0.875 

EC 0.417 0.632 0.483 0.532 0.544 0.517 0.826 

CB 0.460 0.545 0.407 0.541 0.515 0.483 0.657 0.724 

DI 0.474 0.594 0.408 0.564 0.525 0.411 0.639 0.640 0.793 

注：表格对角线上加粗的数字为AVE平方根，其他数字为Pearson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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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fsQCA分析

在SEM分析基础上，进一步采用fsQCA，从组态视

角探究多个前因变量对信息迷雾生成的联合影响，以

发现信息迷雾生成中多重并发的复杂性因果关系。

5.4.1　数据集校准与必要条件分析

将信息过载（IO）、交互氛围（IA）、感知拟人化

表4　模型拟合指数结果

拟合指数 参考值 检验值

卡方自由度比 <3.000 2.001

SRMR <0.080 0.048

RMSEA <0.080 0.044

GFI >0.900 0.904

AGFI >0.900 0.882

IFI >0.900 0.968

CFI >0.900 0.952

TLI >0.900 0.958

表5　路径关系检验结果

研究假设 路径关系 非标准化系数 β σ Z p 假设结果

H1 信息过载→信息迷雾 0.147 0.169 0.041 3.579 <0.001 支持

H2 交互氛围→信息迷雾 0.204 0.173 0.079 2.583 0.010 支持

H3 感知拟人化→信息迷雾 0.032 0.029 0.060 0.532 0.595 不支持

H4 感知个性化→信息迷雾 0.180 0.174 0.057 3.158 0.002 支持

H5 信息有用性→信息迷雾 0.135 0.162 0.044 3.069 0.002 支持

H6 信源可信度→信息迷雾 -0.073 -0.109 0.039 -1.867 0.062 不支持

H7 情绪感染→信息迷雾 0.146 0.187 0.046 3.148 0.002 支持

H8 认知偏差→信息迷雾 0.210 0.209 0.061 3.420 <0.001 支持

H9a 信息过载→情绪感染 0.193 0.172 0.049 3.980 <0.001 支持

H9b 信息过载→认知偏差 0.225 0.258 0.042 5.313 <0.001 支持

H10a 交互氛围→情绪感染 0.646 0.427 0.089 7.258 <0.001 支持

H10b 交互氛围→认知偏差 0.257 0.219 0.074 3.451 <0.001 支持

H11a 感知拟人化→情绪感染 0.226 0.159 0.067 3.376 <0.001 支持

H11b 感知拟人化→认知偏差 -0.002 -0.002 0.065 -0.027 0.978 不支持

H12a 感知个性化→情绪感染 0.261 0.196 0.069 3.787 <0.001 支持

H12b 感知个性化→认知偏差 0.259 0.252 0.060 4.350 <0.001 支持

H13a 信息有用性→认知偏差 0.128 0.153 0.048 2.657 0.008 支持

H14a 信源可信度→认知偏差 0.066 0.099 0.043 1.526 0.127 不支持

图2　SEM分析结果



30 2025年第21卷第8期

（AP）、感知个性化（PP）、信息有用性（IU）、认知

偏差（CB）、情绪感染（EC）视为前因变量，信息迷雾

（DI）视为结果变量。将数据集校准至0~1的模糊集，

依照Ragin[56]提出的5%、95%与交叉点50%的标准对

各变量分别校准。结果表明，所有前因变量的一致性和

覆盖率分别低于0.9和0.5，表明不存在单一必要条件，

可进一步进行组态分析。

5.4.2　构型分析结果

由于共选取了7个变量作为前因条件，构建128
（27）行的真值表。设定频数阈值为6，一致性阈值为

0.800，PRI阈值为0.70。分析共得到3条有效组态路

径，数据总体一致性为0.939，总体覆盖率为0.569，表
明构型解释力良好，结果具有可靠性，具体构型如表7
所示。

由表7可知，通过fsQCA识别出3条引发生成式AI
环境下信息迷雾的组态路径。研究结果显示，认知偏差

在所有路径中均作为核心条件存在，情绪感染在路径2
和路径3中为核心条件，信息过载与交互氛围则均在各

路径中作为核心或辅助条件出现，据此归纳出以下两种

组态路径。

（1）认知驱动型。路径1中包含信息过载、交互氛

围、认知偏差、感知个性化、信息有用性。该路径主要

验证了ELM的中枢路径机制，即用户通过系统性认知

加工形成判断，而生成式AI进一步放大了认知偏差的

影响。过量信息引发的认知负荷会加剧用户的认知局

限性，成为信息迷雾生成的关键诱因[36]。Pennycook
等[57]研究发现，通过减少偏见性信息推送等方式改变

信息环境的特征，能够抑制认知偏差的负面效应，并

证明在高认知偏差、低信息过载、低感知个性化的组态

下，认知偏差难以被充分激活和放大，从而不足以触发

信息迷雾的生成。

（2）认知-情感双驱动型。路径2和路径3是信息

过载、认知偏差、情绪感染等核心条件交叉联动形成

的组态路径。路径2和路径3在ELM的中枢路径上延续

了路径1的机制，即信息过载、交互氛围通过认知偏差

作用于信息迷雾生成。同时，路径2和路径3的结果也

验证了当感知个性化与信息有用性两个条件未同时存

在时，精细加工信息的可能性较低。群体情绪感染依赖

高强度社会互动[33]，即高认知偏差、高情绪感染、低交

互氛围可抑制情绪扩散。生成式AI通过情感计算强化

表7　基于fsQCA的信息迷雾触发影响路径

类别
信息迷雾

路径1 路径2 路径3

信息过载 ● ● ●

交互氛围 ● ● ●

认知偏差 ● ● ●

情绪感染 ● ●

感知拟人化 ● ●

感知个性化 ● ●

信息有用性 ● ●

一致性 0.944 0.953 0.950

覆盖率 0.518 0.521 0.528

净覆盖率 0.019 0.022 0.029

总体一致性 0.939

总体覆盖率 0.569

注：●表示核心条件，●表示辅助条件，空白表示在构型中该条件同时具

有存在和不存在的可能。

表6　中介效应路径检验结果

中介假设：检验路径 β
Bootstrap法结果 95%CI 中介假设

是否成立σ t p 下限 上限

H9a：信息过载→情绪感染→信息迷雾 0.172 0.057 3.018 0.005 0.060 0.281 成立

H9b：信息过载→认知偏差→信息迷雾 0.258 0.059 4.373 0.001 0.143 0.375 成立

H10a：交互氛围→情绪感染→信息迷雾 0.427 0.086 4.965 0.002 0.272 0.603 成立

H10b：交互氛围→认知偏差→信息迷雾 0.219 0.101 2.168 0.028 0.031 0.419 成立

H11a：感知拟人化→情绪感染→信息迷雾 0.159 0.063 2.524 0.008 0.043 0.290 成立

H11b：感知拟人化→认知偏差→信息迷雾 -0.002 0.086 -0.023 0.986 -0.159 0.182 不成立

H12a：感知个性化→情绪感染→信息迷雾 0.196 0.091 2.154 0.043 0.005 0.365 成立

H12b：感知个性化→认知偏差→信息迷雾 0.252 0.097 2.598 0.016 0.052 0.441 成立

H13a：信息有用性→认知偏差→信息迷雾 0.153 0.072 2.125 0.022 0.022 0.304 成立

H14a：信源可信度→认知偏差→信息迷雾 0.099 0.081 1.222 0.200 -0.053 0.258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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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感染，生成内容的真实性模糊特征进一步放大了

认知偏差。综合路径2和路径3来看，感知个性化和信

息有用性二者具备其一，即可触发社交媒体信息迷雾 
生成。

5.4.3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结论稳健性，将PRI阈值由0.70上调至0.75
重新分析，所得组态与原结果具有子集关系，研究结论

的实质性内涵未改变，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得到验证。

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整合信息生态理论、ELM与情绪感染理

论，通过SEM与fsQCA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地揭示了生

成式AI环境下社交媒体信息迷雾的触发路径，得出如

下结论。

（1）信息迷雾的生成遵循“认知主导、情感协同”

的双路径驱动模式。认知偏差是其中最核心的驱动因

素，其影响力超越了情绪感染及其他外部因素。这表

明，在生成式AI塑造的信息环境中，用户内在的认知机

制失灵是信息迷雾产生的根本原因。

（2）信息迷雾的触发路径多重并发，可归纳为两

种典型组态。其一为认知驱动型，由信息过载、感知个

性化等因素协同作用，通过加剧认知偏差直接引发迷

雾；其二为认知-情感双驱动型，在高感知拟人化情境

下，情绪感染与认知偏差协同作用导致迷雾生成。这揭

示了信息迷雾成因的多重等效性。

（3）信息环境与信息技术因素通过塑造认知与情

感状态间接催生迷雾。信息过载与感知个性化是引发

认知偏差，进而导致迷雾的关键因素；而活跃的交互氛

围和高信息有用性则作为重要的辅助条件，分别在强化

情绪感染与固化认知偏差方面发挥了催化剂作用。

（4）传统的信源可信度评估机制在生成式AI环境

下可能失效。研究发现，信源可信度对信息迷雾无显著

影响，感知拟人化仅能通过情绪感染产生间接作用。这

反映出，面对高度拟真且个性化的生成式AI，用户更依

赖内容本身的效用与交互体验，而非传统的可信度线

索，这构成了新型信息风险的核心。

6.2　贡献与不足

在理论层面，研究构建并验证了一个整合信息生态

理论、ELM及情绪感染理论的生成模型，多维揭示了

致雾因素的复杂互动；通过引入fsQCA方法，突破了传

统研究仅关注变量净效应的局限，厘清了多重前因条件

并发作用的组态路径，阐明了“认知主导、情感协同”

的双路径驱动机制，为理解新型信息生态下的信息迷

雾生成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在实践层面，

研究结论为精准治理提供了方向：针对认知驱动路径，

应加强用户信息素养教育，发挥图书馆信息服务中心

的作用，培养公众批判性思维与信息行为自律意识；针

对认知-情感双驱动路径，社交媒体平台可借助大语言

模型识别并标记高煽动性内容，并通过流量激励引导

理性讨论；同时需要系统性优化信息呈现、设置接收阈

值，从源头治理信息过载，构建清朗的网络空间。

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仅选取各维度具

有代表性的变量，未来可结合扎根理论等方法进一步

完善变量体系；另一方面，生成式AI环境下信息迷雾生

成的边界条件尚未明确，后续研究需要引入调节变量

以完善生成路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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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and Generative Paths of Social Media Disin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enerative AI: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EM and fsQCA

MENG Xi1  WANG Yue1  YANG WeiQiang1  LI QingShuang1  GUO YaJun2

(1. School of National Security,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P. R. China; 2.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Zhengzhou 450015, P. R. China)

Abstract: Explor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generative paths of social media disin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enerative AI is helpful to improve 
China’s cyberspace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network information ecology optimiz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ecology,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and emotional contagion theory, a model of social media disinformation generation mechanism is 
constructe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and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are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data of 520 
questionnaires. The SEM results show that information overload, interactive atmosphere, perceived person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usefulness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affect cognitive bias and emotional contagion, and then affect the generation of social media disinformation. The path coefficient of cognitive bia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emotional contagion, and it is the most critical variable that directly affects the generation of disinformation. Anthropomorphic perception 
indirectly affects the generation of disinformation through emotional contagion, whil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information source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generation of d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fsQCA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and find three paths that trigger the generation of social media disinformation.

Keywords: Generative AI; Social Media; Disinformation; Influencing Factor; SEM; fsQCA

（责任编辑：高楠）


